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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解人工智能政策如何促进新质生产力是加快技术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基于技术创新、要素

配置和产业升级分析框架,以 2019 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渐进推行作为准实验,定量考察人

工智能政策对包含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新劳动对象、新技术新生产组织及新数据要素的多维新质生产力

的影响。 交叠双重差分估计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政策至少促进了 5. 84% 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 人工智能

政策通过技术创新赋能、要素配置优化和产业升级催化促进新质生产力。 异质性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政策的

赋能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和技术能力更强的城市更显著。 结论表明,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

产力需要以技术创新赋能为核心,以要素配置优化为支撑,以产业升级催化为路径,改善城市市场化程度和

技术能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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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
强调以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为牵引,变革生产要素

组合方式、生产组织模式与价值创造体系,为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人工智能凭借算法、算力与数据

优势,驱动生产要素、组织模式及制度的多层次变

革,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 [1,2] 。 人工智

能政策作为制度框架,具有引导与促进人工智能赋

能新质生产力的强大潜力。 然而,人工智能政策赋

能新质生产力的机制框架以及该赋能效应的条件依

赖机制仍有待系统性实证检验。
国内越来越多的文献基于公共管理及经济学理

论来剖析人工智能与新生产力的关系。 任保平和李

培伟 [1] 基于政治经济学指出,人工智能催生的新型

生产关系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 米加宁

等 [3] 认为,算力重构生产方式,成为新质生产力核

心要素。 孙早和曹源圆 [4] 利用熊彼特创新理论揭

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质生产力跃升的战略支点。 定

量研究方面,陈凯鸣等 [5] 、陈余磊等 [6] 和余鑫鑫

等 [7] 考察了人工智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何元浪和袁健红 [8] 、周明生等 [9] 探讨了以行业人工

智能发展或者省份人工智能发明专利衡量的人工智

能对省域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然而,这些研究仍有值得推进之处。 其一,现有

分析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文章主要采用理论

探讨方式,关于定量考察两者关系的研究则聚焦于

企业层面,尚缺城市维度的实证分析,而城市作为创

新集聚与产业转型的关键载体,更具政策指导意义。
其二,“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范式,其包含新劳动者、新劳

动资料、新劳动对象、新技术新生产组织及新数据要

素在内的多维度涵义仍需进一步刻画。 其三,定量

探讨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的文章侧重于技术本体

而非政策影响 [8,9] 。
为了抢抓发展人工智能以促进国际竞争、经济

发展与社会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2019 年科技部发

布《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

指引》,以“试验区”为制度创新载体推动产学研用

协同,这为考察人工智能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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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场景。 本文基于新劳动者、新劳

动资料、新劳动对象、新技术和新生产组织与新数据

要素五大维度 15 项指标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体系,
并搭建一个包含技术创新赋能、要素配置优化和产

业升级催化的三维赋能机制框架,利用双重差分考

察人工智能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从市场化

程度与技术能力两维度考察异质性效应,厘清政策

作用的条件依赖机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1　 新质生产力的本体论内涵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性发展 [10,11] 。 从本体论视

角来看,新质生产力并非简单的生产力数量增长,而
是生产力质态的根本性跃迁。 这种跃迁体现在三个

层面的深层变革。
首先,要素结构革新。 新质生产力突破了传统

生产力以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物质要素为核心的范

式,将数据、算法、算力等非物质要素提升至关键地

位 [10] 。 这一转变表明,新质生产力的构成属性在根

本上与罗默内生增长理论相契合 [12] ,数据和算法能

够作为“非竞争性”生产要素,共同构成规模收益递

增的源泉。 不仅如此,新质生产力蕴含超越传统生

产要素的特性。 其数据要素具有非消耗性、可复制

性和边际收益递增特征,降低数据处理和交易成

本 [13] ,因而突破了传统生产力受制于边际报酬递减

规律的局限。
其次,生产方式变革。 传统生产过程掺杂低技

能、重复性以及规则性强的低端要素,束缚生产力跃

迁。 新质生产力借助数据与算法等新兴工具实现创

造性破坏,形成智能化、网络化、平台化的生产组织

形态。 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组合实现动态优化

配置,技术进步不仅更新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更创造

劳动优势任务,形成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范式 [14] 。
这种变革使生产系统具备更强的自适应能力和创新

活力。
第三,价值创造跃迁。 新质生产力本质在于以

颠覆性技术与前沿科技创新,拓展与深化新质生产

力的价值源泉,重塑价值创造。 一方面,劳动、资本、
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与突破性技术深度融合,促使

单位时间内的价值创造效率倍增 [11] 。 另一方面,数
据已演变为一种新型关键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

可复制性及潜在复用性,打破了传统要素的稀缺性

约束,为价值创造提供了新源泉 [10] 。
1. 2　 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制

相较于主要依赖资本与劳动加总的传统生产

力,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突出创新的主导作用,是“摆

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

产力质态”。 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创新技术,与新

质生产力的内涵完美契合,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核心驱动力。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政策不仅

超越了技术本身的赋能功能,还能通过政策指挥棒

优化要素配置以及推动产业深度升级 [15] 。 因此,本
文从技术创新赋能、要素配置优化以及产业升级催

化三个维度构建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框架。
在技术创新赋能维度,人工智能政策的核心价

值在于为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的完整创新链

条提供制度性保障。 “技术 - 经济”范式理论指出,
技术革命通过重塑生产方式、重构劳动分工和变革

经济结构,进而驱动长波经济周期的发展 [16] 。 作为

第六次“技术 - 经济”范式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

实现了知识经济与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彻底重构

了既有的生产逻辑、分工体系和创新模式。 具体而

言,数据要素已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 经过

价值化激活的数据要素,能够与传统生产要素实现

深度协同,孕育出数字劳动者、数字劳动对象和数字

生产资料等新型生产形态。 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
数据驱动的生产范式实现了效率与价值的双重跃

升 [17] 。 其次,人工智能政策通过研发补贴、税收优

惠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种政策工具组合,通过降低

创新门槛、成本与风险,加速技术扩散,显著提升了

全要素生产率 [18] 。 最后,人工智能政策为颠覆性创

新营造了制度环境,通过突破既有技术轨道的锁定

效应,推动创新模式从渐进式向根本性跃迁。
在要素配置优化维度,人工智能政策的要义在

于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实现要素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新型举国体制以“看得见的手”为引导,利用多元政

策工具创造,整合金融、科研及产业链上下游资源,
激活多主体创新 [19] ,进而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具体地,人工智

能政策通过建设公共数据平台、推动算力资源共享

和促进数据要素流通,优化了生产要素配置。 在传

统生产要素领域,政策发挥了指挥棒作用,引导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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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理设备和设施建设转向智能技术、创新平台、数
据资产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领域。 此外,人工智

能政策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在淘汰低端劳动要

素的同时,增强高技能劳动者的能力,促进人工智能

与劳动的协同创新,使复杂环境下的决策更快速、更
精准。

产业升级催化是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

的宏观机制,也是其终极目标之一 [18] 。 这一过程体

现为人工智能政策推动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攀升、
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跃迁的系统性变革。 数据要

素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嵌入传统产业,通过资源整合

与流程优化,重塑了价值链形态。 例如,就服务业的

需求侧而言,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算法功能精准预

测市场需求,帮助企业快速调整研发策略,开发出符

合消费者需求的创新产品。 同时,基于数据分析和

机器学习,企业能够提供更精细的服务,在扩大消费

需求 的 同 时, 刺 激 供 给 端 对 创 新 性 需 求 做 出 回

应 [20] 。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政策引导劳动与人工智

能深度协同的新型产业生态,推动价值链重构。 近

年来,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形成了日益完善的产业链

条,如算法开发、数据标注、智能硬件等。 这种基于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特征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释

放了数据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乘数效应 [11] 。 长期

来看,先行试点地区通过技术示范和模式创新,为其

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加速了人工智

能技术的地理扩散,为区域协调新质生产力发展创

造了新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该研究提出两个研究假说。
假说 1:人工智能政策显著促进了新质生产力

的提升。
假说 2:人工智能政策通过技术创新赋能、要素

配置优化和产业升级催化促进新质生产力。
1. 3　 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异质性

为了揭示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深层

条件依赖机制,本研究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引入制

度和演化视角,从市场化程度与技术能力两个关键

维度上探究人工智能政策的差异化赋能效果,进而

为提升政策靶向性与平衡性提供实证依据。
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与技术的互动关系表明,制

度为技术提供激励和约束框架,制度环境决定了经

济主体的激励结构和行为模式 [21] 。 人工智能政策

作为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效果必然受到区

域制度禀赋的深刻影响。 区域制度禀赋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市场化程度上。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要素市场发育完善,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创新活力较

强。 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策更多扮演“催化剂”角

色,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完善产权保护和优化营商环

境,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创新动力 [22] 。 相比之下,
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资源配置仍然受到较强

的行政干预,要素流动面临较多制度性障碍 [23] ,缺
乏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

跃升的基本条件。
假说 3: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效果

因市场化程度而异。 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城市,人
工智能政策赋能效果越显著。

技术能力也可能使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

力的效果呈现条件依赖性。 技术能力本质上体现了

该区域对外部知识的识别、吸收、转化和应用的能

力 [24] 。 技术能力较强的城市往往拥有更为丰富的

知识存量、更为完善的创新基础设施以及更为密集

的创新主体网络,这使其在面对外部政策冲击时能

够更快速地识别政策机遇、更有效地吸收政策资源、
更充分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25] 。 人工

智能技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快速迭代性特征,对其

应用场景的识别和潜在价值的判断需要较强的技术

洞察力。 高科技企业密集的地区由于长期从事前沿

技术研发,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技术知识和市场

经验,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应用前景和实施

路径有更为敏锐的感知能力。 当人工智能政策推出

时,这些地区能够迅速识别政策中蕴含的战略机遇,
准确把握技术发展方向,及时调整创新战略和资源

配置,从而在政策窗口期抢占先机。 相反,技术能力

薄弱的城市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基础和承接能力,
难以准确评估政策带来的机遇,在政策响应上表现

出滞后性和盲目性,导致错失政策红利期或陷入低

效投资陷阱。 因此,即便获得相同的政策支持,也难

以实现政策资源的高效利用,从而导致政策效果的

衰减。
假说 4: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效果

因城市技术能力程度而异。 在技术能力越强的城

市,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效果越显著。

2　 模型和数据

2. 1　 基准估计模型

本文利用交叠双重差分模型来估计人工智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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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Y it = α + β1 AI it + γX it + ϕ i + λ t + 􀆠 it (1)
其中, Y it 是本文的因变量,用以衡量城市 i 第 t

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参考韩文龙等 [26] 的做法,从
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新劳动对象、新技术和新生

产组织、新数据要素五个方面来构造新质生产力指

标,并使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进行综合指数测算

(参见表 1)。 AI it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该变量为虚拟变量,若
城市 i 在 2019 年及之后被纳入试验区,则认为该城

市实施了人工智能政策,取值为 1,反之为 0。 如果

估计系数 β1 为正,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上显著水平,那
么意味着人工智能政策有助于提升新质生产力。 试

验区城市名单及其试验年份来自科技部官方网站。
X it 为一系列城市层级的控制变量。 城市层面

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水

平,在模型中加入城市生产总值(GDP)和城市人均

GDP 控制城市整体经济能力的影响;二是产业结构

差异;三是人口与市场需求。 人口数与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分别代表劳动力供给潜力和消费市场规

模,二者直接关联数字人才密度、算法训练数据丰富

度与智能服务需求强度,是驱动人工智能落地与新

质生产力提升的关键需求侧因素。 四是物流条件。
利用公路客运量和货运量衡量城市物流条件,以控

制交通连通性和物流效率对人工智能在供应链优

化、智能调度等场景的放大效应。 以上数据均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在回归模型中进 行 对 数

处理。
􀆠 it 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和年份固定效应缓解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的干扰。

　 　 ①　 具体做法参考魏下海,张沛康,杜宇洪 . 机器人如何重塑城市劳动力市场:移民工作任务的视角[ J] . 经济学动态,2020(10) :92 - 109。
　 　 ②　 具体做法参考苑泽明,于翔,李萌 . 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机构投资差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J] .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2,42
(11) :32 - 47。

表 1　 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

Table 1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dicator system

维度 指标 解释与来源 方向

新劳动者

战略新兴行业从业人数(人)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市公司的总员工数。 数据来源于企

业年报。
+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可以反映当地人才的平均能力,数据来源

于各市统计年鉴
+

普通高等学校学校数(所)

高等院校是提升劳动力素质的重要场所,数量越多,能够反应当地

高素质教育能力越强,为当地培养更多的人才,数据来源于各市统

计年鉴

+

新劳动资料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千户) 数据来源于各市统计年鉴 +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机器人安装密度
参考魏下海等的做法① ,利用 Bartik 工具变量法计算城市层面的机

器人安装密度。 数据来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 IFR)
+

新劳动对象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亿元) 数据来源于各市环境统计年鉴 +

碳交易、用能权交易以及排污权交易金额(亿元) 数据根据各地级市门户网站披露整理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新技术和

新生产组织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家) 数据来源于天眼查 +

科学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

当年申请的发明数量(项) 数据来源于国家专利总局 +

当年申请的实用新型数量(项) 数据来源于国家专利总局 +

当年申请的绿色发明数量(项) 数据来源于国家专利总局 +

当年申请的绿色实用新型数量(项) 数据来源于国家专利总局 +

数据要素
数据要素利用水平

采用城市层面上市公司数据资产相关词频来衡量,对该指标汇总后

+ 1 再取对数。 数据资产词典参考苑泽明等的做法获取②
+

有无数据交易平台(虚拟变量,取值为 1 代表有) 数据来自各市数据交易所设置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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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事件分析模型

交叠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前提是处理组

和对照组在人工智能政策实施之前平行趋势成立。
本文构造如下反事实事件分析模型来检验平行

趋势:

Y it = α + ∑
3

k≥ -3,≠ -1
ϑ kAI ik + γX it + ϕ i + λ t + 􀆠 it

(2)
其中, AI ik 代表城市 i 在事件时间 k (相对于政

策干预的年份)是否受到人工智能政策的冲击。 当

k 小于 0 时,估计系数 ϑ k 代表人工智能干预之前处

理组和对照组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差异。 此时, ϑ k 不

具有统计显著水平,意味着处理组和对照组是可比

的。 那么,在 k 大于等于 0 时,估计系数 ϑ k 捕捉了

人工智能干预之后,处理组相较于对照组新质生产

力的变动状况。 其余变量与基准估计保持一致。 本

文汇报了 2009 - 2022 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参见表 2)。

表 2　 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新质生产力 0. 0501 0. 0738 0. 0019 0. 6182

人工智能试点 0. 0140 0. 1173 0. 0000 1. 0000

城市 GDP(万元,对数) 16. 5370 0. 9832 13. 6869 19. 9170

城市人均 GDP(元,对数) 10. 6836 0. 6223 8. 4098 12. 4565

第一产业产值(万元,对数) 14. 1795 0. 8700 10. 0313 16. 8176

第二产业产值(万元,对数) 15. 7142 1. 0414 12. 2098 18. 6362

第三产业产值(万元,对数) 15. 6384 1. 1040 12. 5715 19. 6704

人口数(万人,对数) 5. 8686 0. 7279 2. 9704 8. 136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对数) 15. 5123 1. 0978 12. 2284 19. 0129

公路客运量(万人,对数) 8. 1117 1. 2571 0. 0000 12. 1838

公路货运量(万吨,对数) 8. 9475 0. 9335 3. 6636 12. 5860

3　 实证结果

3. 1　 基准估计

本文汇报了人工智能政策对于新质生产力影响

的基准估计结果(参见表 3)。 列(1)至列(9)展示

了逐步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与市场需

求以及物流条件 9 个控制变量后,人工智能对新质

生产力的影响效应。 各模型均显示人工智能政策在

1% 的统计显著水平上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 从经

济意义上看,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效应

在 5. 84% - 7. 6% 范围内。 本文呈现了基准交叠双

重差分模型的事件分析结果 (参见图 1)。 不难发

现,在人工智能政策干预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关于

新质生产力的差异不大。 而在人工智能政策干预之

后,处理组相较于对照组新质生产力得到明显提升。
基准估计结果经过倾向得分匹配、熵平衡法以及工

具变量法等多重手段缓解选择偏误等内生性问题后

仍然稳健(参见附录表 A1 - A6)。 因此研究假说 1
得到验证。
3. 2　 机制分析

本文从技术创新赋能、要素配置优化和产业升级

催化三个维度来剖析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

内在机理。 构建如下三重差分模型→交互项机制分析

模型,以检验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制:
Y it = α + ρ1 AI it × M it + ρ2 AI it + ρ3 M it + γX it +

ϕ i + λ t + 􀆠 it (3)
在公式(3)中,交互项 AI it × M it 的系数 ρ1 用于

刻画人工智能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在不同

机制条件的城市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若 ρ1 显著

为正,则表明在该机制条件较好的城市中人工智能

政策的赋能效应更为突出,从而验证了该机制的有

效性。 M it 为机制变量,分别表示技术创新赋能、要
素配置优化和产业升级催化。 其中,技术创新赋能

机制采用基于 DEA 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

代理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能够综合反映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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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优化和创新活动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效应,是衡

量技术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 要素配置优化机制采

用生产函数法测算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数来衡量 [27] 。
对该指数取倒数,为表明要素市场化与资源配置效

率的正向指标。 产业升级催化机制则采用产业结构

高级化指数进行测度,该指数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

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能够准确刻画产业向服务化方

向转型的态势 [28] 。

表 3　 人工智能政策试点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Table 3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 pilots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1) (2) (3)

人工智能政策 0. 0772∗∗∗ 0. 0762∗∗∗ 0. 0760∗∗∗

(0. 0076) (0. 0079) (0. 0079)

样本量 3922 3922 3922

拟合优度 0. 9606 0. 9607 0. 9607

(4) (5) (6)

人工智能政策 0. 0735∗∗∗ 0. 0607∗∗∗ 0. 0580∗∗∗

(0. 0079) (0. 0074) (0. 0069)

样本量 3922 3922 3922

拟合优度 0. 9616 0. 9657 0. 9672

(7) (8) (9)

人工智能政策 0. 0579∗∗∗ 0. 0585∗∗∗ 0. 0584∗∗∗

(0. 0069) (0. 0069) (0. 0069)

样本量 3922 3922 3922

拟合优度 0. 9673 0. 9676 0. 9676

逐步加入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注:∗ 、∗∗ 与∗∗∗ 分别表示 10%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图 1　 事件分析

Figure 1　 Event study results

　 　 机制检验结果见图 2。 技术创新赋能机制的回

归系数为 0. 0644,表明高全要素生产率城市中人工

智能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额外提升 6. 44
个百分点。 这说明试验区营造的制度环境能够突破

技术锁定效应,推动从渐进式创新向根本性创新转

变,进而系统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配置优化

机制的系数为 0. 0587,表明低要素市场扭曲城市中

政策效应额外增强 5. 87 个百分点。 良好的市场机

制能够有效引导人工智能资源流向高生产率部门,
提升要素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形成要素优化与技术

创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产业升级催化机制的系

数为 0. 0537,表明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城市中政策效

果提升 5. 37 个百分点。 三条机制的估计量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证实人工智能政策通过技术创

新赋能、要素配置优化和产业升级催化三个渠道促

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假说 2 得到验证。
3. 3　 异质性分析

本节从城市市场化程度与技术能力两个角度来

考察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条件依赖机

制。 其中,市场化程度采用樊纲等 [29] 提供的地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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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机制分析

Figure 2　 Mechanism analysis

场化指数来衡量,城市技术能力使用各市高科技企

业数量来代理 [30] 。 图 3 展示了异质性分析结果。
市场化程度与人工智能政策试点的交互项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市场化程度每提高一个标准

差,人工智能政策的边际效应将增加 0. 0256 个单

位。 这一结果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工

智能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 至

此,假说 3 得到验证。 另外,技术能力与人工智能政

策试点的交互项系数为 0. 0523,同样在 1% 水平上

显著为正。 这表明,技术能力较强的地区,特别是拥

有更多高科技企业和更活跃创新生态的地区,能够

更快速、更充分地吸收和转化人工智能政策带来的

技术支持和知识溢出,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快

速提高。 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说 4。

图 3　 异质性分析

Figure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4　 结论与讨论

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近年

来受到广泛讨论,但既有文献大多从理论上论证两

者关系,且主要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本体的效应,缺
乏关于人工智能政策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经验证

据。 本文基于技术创新赋能、要素配置优化和产业

升级催化的分析框架,利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逐步建立的准实验,构造一个包括新

劳动者、新劳动资料、新劳动对象、新技术新生产组

织及新数据要素在内的多维新质生产力指标,采用

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人工智能政策对新质生产力的

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政策至少促进了

5. 84% 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 第二,人工智能政

策通过技术创新赋能、要素配置优化和产业升级催

化赋能新质生产力。 第三,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

力的效应具有市场化程度与技术能力的异质性,赋
能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以及技术能力更强的城市

更显著。
本研究为有关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做

出重要拓展。 第一,不同于既有从理论上论证人工

智能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本文超越对技术本体的

探讨,基于严格的计量手段系统揭示了人工智能政

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制,即技术创新赋能作为核

心驱动、要素配置优化作为关键支撑、产业升级催化

作为实现路径。 第二,除了检验人工智能政策赋能

新质生产力的平均效应,本文还识别了人工智能政

策赋能效应的关键条件依赖特征。 研究发现市场化

程度和技术能力是人工智能政策赋能的实现条件,
为精准施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下列政策启示。 创造

技术创新赋能、要素配置优化和产业升级催化是快

速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 因此,继续促进人

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首先需要以技术创新赋

能为核心,构建多层次创新生态体系。 通过加大基

础研究投入,建立“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产业化”
全链条支持机制;通过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等政策,引导各主体增加研发投入,形成 “政府引

导、市场主导”的创新格局。 同时,整合政产学研用

资源,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共享数据、算力、算
法等资源,降低创新成本。 其二,以要素配置优化为

支撑,推动资源高效流动与重组。 建立全国统一的

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数据确权、流通、交易、监管等环

节的制度创新。 配备完善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与引进

制度以及强化对技术与数据的金融支持。 其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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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催化为路径,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

同发展。 一方面,对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改造,支持

制造业引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实现生产

流程优化及提升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培育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强跨域跨行业的合作与技术交流,推动

“人工智能 + ”新业态发展。
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以及技

术能力越强的城市,人工智能政策赋能新质生产力

的效果越显著。 人工智能政策应提升政策靶向性与

公平性。 高市场化地区需减少直接干预,强化制度

供给;低市场化地区需通过“政策搭台、市场唱戏”
逐步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 另外,重视平衡

技术能力禀赋低的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方面,
顶层设计层面可通过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枢纽节

点、异构算力跨域调度网络和普惠型 “算力券” 制

度,降低中西部与东北部城市的算法使用壁垒。 同

时,完善数据流通安全治理,在数据确权、跨区流转

和隐私计算三端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制度兜底。 另一

方面,地方层面可通过硬件、制度与人才的三元协

同,将政策红利从东部核心城市传导至欠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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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 empowe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vidence from China’ s national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ilot zones
LUO Ya - ping1, WU Jian - xian2,3

(1.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School of Govern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3. Global Megacity Governance Institute,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 a pioneering pathway of advanced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Driven by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 the productive forces embody the productive capacity arising from critical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serve as a vital means for achieving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Recent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emerged as a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reshaping economic and social operations, as well as driving productivity leaps, assuming an increasingly promine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s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I policy holds substantial potential to guide and
promote AI - enable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AI policy empower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well as the contingent conditions governing this empowerment effect, remain under - researched through
systematic empirical analysis. Existing evidence on this relationship has relied predominantly on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while the lim-
ited quantitative literature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 firm level, leaving a gap in city - level empirical analysis. Given that cities serve as
critical hubs for innovation clustering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uch analysis carries greater policy relevance. Furthermore, prior
studies have emphasized the technology itself rather than policy effects. Drawing 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duction - factor alloc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study exploits the gradual implementation of China’ s National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ilot Zones since 2019 as a quasi - experiment to quantitatively ex-
amine the impact of AI policy on multiple dimension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cluding new workers, new means of produc-
tion, new objects of labor, new technologies, new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new data factors. Results from a staggered difference -
in - differences (DiD) estimation indicate that AI policy has increase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y at least 5. 84% . Mechanism a-
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olicy enhanc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stimul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ptimizing produc-
tion - factor allocation, and catalyz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Heterogeneity tes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the policy’ s effect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more pronounced in cities with higher marketization levels and stronger technological capacity. This study offers in-
sights into how AI policy can enhanc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foster the advanc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us-
tained, AI policy - driven progress i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quires prioritiz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driver, op-
timizing production - factor allocation as a supporting pillar, and advanc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way, while
concurrently improving cities’ marketization levels and technological capacity. Policy implementation should first establish a multi -
tiered innovation ecosystem, such as creating an integrated support mechanism spanning basic 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and commer-
cialization. Second, efforts should continue toward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for data factors,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data ownership confirmation, circulation, trading, and regulation. Third, policies should foste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emerging industries—on one hand, advancing the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on the other,
cultivating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I - driven models. Finally, AI policy should enhance
targeting precision and equity through guiding market entry cities with lower levels of marketization while reducing algorithm adoption
barriers in technologically disadvantaged areas via national big data hub clusters and cross - regional scheduling network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c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ilot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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